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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ＪＳＮＥＴ）问卷

调查数据，探讨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

的社交聚餐频率对政治信任各维度均有负向效应，且这种侵蚀效应在不同体

制、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和不同地区的人群间具有显著差别。本文的研究结

果表明，以“饭局”为途径来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

下往往伴随社会层面的消极影响，对政治信任带来“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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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１．如果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基于帕特南的群体视角，把社会资本作为社会信任本身，两者之间
就是同义反复，谈不上因果逻辑。实际上，翟学伟（２００９）所提及的关系和社会资本的区别，也
就是本文所说的个人和集体社会资本的区别。

２．根据边燕杰的梳理，中国研究中对关系的理解有三种不同模式。一是作为家庭义务延伸
的网络，该观点代表学者为梁漱溟、费孝通、金耀基和杨庆堃；二是作为特殊工具性纽带的交
换网络，代表学者为魏昂德、黄光国和杨美惠；三是作为非对称性交易的社会交换网络，代表
学者为林南。

　　社会资本的概念，既被帕特南（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９３）、福山（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１９９５）、科尔曼（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８８）等用来定义集体层面的信任、参与等社
会规范，也被波茨（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８）、林南（Ｌｉｎ，２００１）等用以定义个人所拥
有的嵌入性社会资源。本文关注的是中国人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即
个体行动者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

员的资源，１而不是群体层面的信任等社会规范。在中国研究中，人与
人之间互惠交往的社会联系或者交往往往被称为“关系”。因此，嵌入
在中国人的网络之中，以声望、面子为源头的，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社会
资本，又被称作“关系资本”（Ｇｕａｎｘｉ　Ｃａｐｉｔａｌ）（Ｂｉａｎ，２００１；边燕杰，２００４）。２

关系资本作为学术概念，较早由彭庆恩（１９９６）使用。边燕杰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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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完善了定义，并提出以“饮食社交”（Ｓｏｃｉ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作为测量工具，
将其正式作为“关系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使用（边燕杰，２０１０；边燕杰等，

２０１１）。在实证研究中，被称为“餐饮网”、“饭局网”等饮食社交的指标
多被作为关系资本的操作化概念使用（梁玉成，２０１０；邹宇春、敖丹、李
建栋，２０１２）。但在因果路径上，关系资本实际上是包括饮食社交在内
的多种社会互动过程的结果。
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嵌入性资源对信任的影响。信任

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社会学界，
从涂尔干、齐美尔、帕森斯到福山、科尔曼等等，关于信任的经典文献汗
牛充栋。从个人层面看，人际互动可以带来行为的可预见性和趋同性，
或者直接改变认知，从而改变人际信任（彭泗清，２０００，２００３）；从社会层
面看，以群体互动为基础的社会参与行为，特别是自发的非正式的社会
参与行为，将改变对抽象的社会角色、社会机构、社会制度的信任（Ｌｉ，

Ｐｉｃｋ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ｖａｇｅ，２００５）。作为社会信任的一种形式，显然政治信任
也会受到社会互动的影响。用诺里斯（Ｎｏｒｒｉｓ，２００２：１３７）的话来说，社
会资本可以“从非政治社会互动中发展出政治后果”。这种政治后果，
既可以直接来自社会资本本身，也可以间接来自社会资本赖以生成和
改变的社会过程；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政治信任关乎人心向背和长治久

安，而“关系”又是中国人情社会运行的重要要素。剖析关系资本与政
治信任之间的内在关联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政治信
任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地区，量化实证分析不多（Ｌｉ，２００４；胡荣，２００７；
孙昕等，２００７；肖唐镖、王欣，２０１０；孟天广、杨明，２０１２）。如果说村民
构成了熟人社会，那么城镇居民的主要成分往往是陌生人，这使得信任
问题在城镇地区尤为突出。现有的城镇居民社会资本研究表明，无论
是社团参与、公共事务参与，还是职业网、拜年网，社会资本变量和信任
之间都有显著的正向关联。但这类研究为数不多，且都是基于单个城
市的数据，也未考虑社会资本对信任发挥作用的人群差异（胡荣、胡康、
温莹莹，２０１１；熊美娟，２０１１；邹宇春、敖丹、李建栋，２０１２）。更重要的
是，这类研究未能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难以验证因果关系。同时，对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或者社会资本积累、维系与动员的过程所可能带
来的消极影响，未加以足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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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八城市（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
厦门和西安）“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中国城镇居民
的饮食社交行为和政治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反思
与梳理之后，本文提出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具有差异化侵蚀作用的系
列研究假设。实证分析运用定序概率比（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和工具变量
定序概率比（ＩＶ－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两类模型，证实了中国城镇居民的社
交餐饮频率对政治信任诸维度均有负向因果效应。最后，本文分别检
验了以体制、性别、学历、地区为类别划分的不同群体在饮食社交对政
治信任的侵蚀效应上的差异。研究发现，通过饮食社交的方式来积累、
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过程，在特定的情境下往往会对政治信任产生
“副作用”，即饭局虽能提升关系资本，却降低了政治信任。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边燕杰（２００４）认为，“饮食社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人的“关
系”“往往是通过聚餐———和他人一起吃饭———发展和维持起来”。他
使用１９９８年中国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针对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分别
阐述了饮食社交对关系资本所特有的实证意义。饮食社交如何影响政
治信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非常少，但基于政治信任的来源和中国饮
食社交的特征等的诸多理论和研究，我们不难梳理出相关的理论背景
和分析脉络。同时，我们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进行总结，提出本文的分
析框架，探索饮食社交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

１．饮食社交影响政治信任的理论背景
政治信任是人们对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行动者的总体预期

和信心。形成政治信任的渠道，抽象的看主要个体对政治过程的个人
结果和社会结果的认知与情感，包括对个人利益的认知、对政府绩效的
体察，以及政府形象、舆论丑闻等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感受等等（Ｍｉｌｅｒ，

１９７４；Ｃｉｔｒｉｎ，１９７４；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８；Ｎｏｒｒｉｓ，１９９９；Ｃｒａｉｇ，Ｎｉｅｍｉ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０；上官酒瑞、程竹汝，２００９；熊美娟，２０１０；胡荣、胡康、
温莹莹，２０１１）。政治信任的来源有三大渠道：一是对个人利益的认知。
人们如何评价政治所导致的个人经济社会结果和机会（Ｖｅｒｂａ　ａｎｄ
Ｏｒｒｅｎ，１９８５；Ｋｌｕ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Ｍａｔěｊü，１９９５），直接关系到政治信任水平。
例如，维格内（Ｗｅｇｅｎｅ，２０００）提出，对分配公平的认知直接决定公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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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政治合法性的认可；拉德和李普赛特（Ｌａｄｄ　ａｎｄ　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８０）认
为，对分配公平的主观认识直接关系到对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制
度的认可。而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职业流动等因素也同样影响对公
平机会的认知（Ｗｈｙｔｅ，２０１０；Ｗｕ，２００９）。二是对政府绩效的体察。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被认为受到政治的影响。因此，对经济增长、社
会稳定等政府绩效的期望和体察就必然成为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１９９７；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９８；Ｖｏｌｃｋｅｒ，１９９９；Ｃｈａｎｌｅｙ，

Ｒｕｄｏｌｐ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ｈｎ，２０００；Ｋｅｅｌｅ，２００５，２００７）。转型期中国的研究
也是如此。例如，孟天广和杨明（２０１２）利用２００８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
及政府统计数据发现，公民对政府在经济增长、民生福利、纯公共产品
领域治理绩效的回顾和展望评价都和政治信任紧密相关。三是对政治
合法性的感受。政治合法性基础的质疑、对政治腐败的感受，甚至对议
员官员的私生活评价等等，都会直接显著地影响政治信任（Ｇａｒｍｅｎｔ，

１９９１；Ｏｒｒｅｎ，１９９７；Ｃｈａｎｌｅｙ，Ｒｕｄｏｌｐ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ａｈｎ，２０００）。再有，政治
生活是一个公共过程，当公民很少参与时，他们也就自然对政治难以产
生信任（Ｋｅｅｌｅ，２００７）。
既然政治信任是一种主观认知和感受，那么，个体改变政治信任就

起码有两种途径：其一，个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传播信息、强化印象、印
证流言等方式来改变对政治结果的看法，本文称为“信息传播”途径；其
二，个体还可以动员、汲取嵌入性资源，以和政府人员直接进行互动的
方式来达成工具性目标，进而直接改变对政府人员、政府和政治制度的
信任，本文称为“目标达成”途径。重要的是，饮食社交作为积累、维系、
动员和汲取关系资本的重要形式，完全可以借助两种途径改变人们对
政治的认知。也即，社交聚餐行为可以通过宴席上的信息传播和宴请
的目标达成改变参与者的政治信任。实际上，与社团参与、春节拜年等
其他社会互动行为相比，因为具有网络的广延性、时间上的频繁性和空
间上的近距离互动等特点，社交餐饮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理论上应该
更大、更显著。
我们进一步来检视饮食社交的具体过程：饮食社交的背景和动机

千差万别，但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无工具性目的”的聚餐和“有工具
性目的”的宴请。“信息传播”可以作用于任何一种社交餐饮的形式之
中。在宴请聚餐过程中，参加者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果涉及政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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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有的政治信任可能会因为接纳了新信息而调整变化，因此，“信息
传播”本质上是一种信念学习过程。而这个聚餐的过程中信念学习的
程度会因为柯林斯（Ｃｏｌｌｉｎｓ，１９７５，２００４）所谓“共享情绪”互动仪式而被
强化：聚会宴饮可以滋生强大的情感性力量，创造共同的情感和符号，
使得信息看起来更具有可信度。而“目标达成”这个途径则主要作用于
为特定的工具性目的而进行的聚餐，即，通过宴请甚至饮酒，宴请方表
达“诚意”，以期望“建立或拉近关系”甚至达成“交换”（黎相宜，２００９）。
此时的“关系”导致的是非制度化的资源汲取。不管是通过哪种途径，
理论上看饮食社交都有可能影响参与者的政治信任。这一点也是本文
下一步提出具体研究假设的理论基础。

２．社会资本影响信任的相关研究
对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对城镇居民的研究非常有

限，主要包括熊美娟（２０１１）、管玥（２０１２）、胡荣、胡康和温莹莹（２０１１）和
邹宇春、敖丹和李建栋（２０１２）等。这四篇文献在厘定概念、文献回溯和
剖析中国市民的政治信任总体格局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并为
这类研究奠定了分析的起点。其研究结果清晰地展示了社会资本的诸
多操作化概念（如社会参与、基层政治参与、讨论网和拜年网等）与人际
信任和社会信任之间的正向关联。不过，这类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因果推断、效应方向和人群差异研究等三个方面仍有较大提
升空间。
第一，忽视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是干扰因果推断的

主要障碍。首先，社会资本和信任可能被某个遗漏变量同时决定。比
如，不少研究使用餐饮网、拜年网对社会资本进行操作化（梁玉成，

２０１０；邹宇春、敖丹，２０１１；邹宇春、敖丹、李建栋，２０１２）。餐饮网、拜年
网本身既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经营的广度，也是餐饮或社交习惯的
直接度量，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职业背景和性格偏好等个人异质性
密切相关，而这些异质性也会与信任或其他经济社会结果有关。这就
要求，但凡我们要分析餐饮网、拜年网的效应，就必须在模型中尽可能
控制这些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变量。但相关的社会资本研究往
往未能注意这一科学研究标准，导致结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次，信
任和社会资本可以相互影响，构成双向的因果关系，简单进行回归也会
带来估算偏误。总体而言，忽略了以上提及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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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问题，都会导致实证研究结果本质上并不能辨别社会资本变量对
信任的真实效应（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Ｃｈｅｎ，２０１１）。例如，在
邹宇春、敖丹和李建栋（２０１２）的研究中，作者只能强调他们对社会资本
和市民信任格局的描述，仅仅是相关而并非因果推断。
第二，忽视了可能的负面社会效应。在经典社会资本理论中，科尔曼

和波茨等都提出过社会资本可能对他人不利。新近的经济学研究中，
加贝和里恩德斯（Ｇａｂｂａｙ　ａｎｄ　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９）、阿德勒和关（Ａ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Ｋｗｏｎ，２００２）都证实了社会资本在特定情境下的负面影响。而在转型
期的中国，“关系”完全可能通过非制度化的途径获取资源上的不正当
优势（张宛丽，１９９６）。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有益的关系资本可能对他
人无益甚至不利，也即是关系资本直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在特定
的情境和特定的方式之下，关系资本赖以生成和改变的过程往往可能
伴随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即是关系资本的“副作用”。在中国的社会资
本研究中，尽管负面效应的观点很早就有学者提出（周建国，２００２；
蔡翥、朱士群，２００５；卜长莉，２００６；杨光飞，２００６），但实证分析仅有针对
企业家群体的寥寥数篇（李永强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其实，仅在社会资本
和信任的相关研究中，社会资本解释变量和信任变量之间的负向相关
证据已出现过不止一次，但都因各种原因被忽视了。例如，邹宇春、敖
丹和李建栋（２０１２）在对广州数据的分析中曾发现，居民的餐饮行为对
警察、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呈现为负相关，但因这个发现和其正向效应的
研究假设不一致，作者仅在结尾提及几句，未再深究，并且仍强调其正
向效应的假设是合理的。同样，胡荣、胡康和温莹莹（２０１１）发现了“业
缘社团”因子（也即校友或同学聚会、战友聚会等等）越强，对政府的信
任程度反而越低，但作者还是一笔带过，转而讨论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第三，忽视了可能的人群区隔。现有文献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一步

式”的：完成对“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两个相关的操作化变量，以及
一组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并报告结果，但这样的分析是基于一个重要
却未必合理的假设：社会资本效应对于人群是均质的。实际上，社会资
本影响政治信任的机制和途径是多元化的，对于不同的人群，社会资本
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是不同的。假如以饮食社交来对关系资本进行操作
化，分析关系资本如何改变人的政治观点，我们就可以预见：餐桌上的
信息交流可能对教育程度低的人更有效，因为高学历者可能更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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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小道消息左右。同样，信息传播可能对男性更有效，因为女性往往对
政治信息的传播不感兴趣。因此，在厘定社会资本变量对政治信任的
总体影响的基础上，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步”分析，以区别其在不同群
体中的差异性效应。

３．分析框架
关系资本积累、维系和动员的途径多种多样，饮食社交仅仅是其中

的一种（边燕杰、张磊，２０１３）。比如，社会参与、拜年等行为都可以生成
或改变关系资本。尽管饮食社交是中国人经营关系资本最重要和最普
遍的路径（Ｂｉａｎ，２００１；边燕杰，２００４），本文仍严格地将饮食社交行为
视作关系资本得以生成和改变的过程，而非关系资本本身。因此，在严
格意义上，本文将直接验证“饮食社交如何影响政治信任”，而非“关系
资本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在回顾文献、提出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我们
首先将分析社交聚餐的频率和政治信任的各个维度是否显著相关；其
次，我们探讨这种相关是否具有因果性推断力；再次，我们分析这种因
果效应在不同人群中是否存在差异。这一系列验证的结果将有助于我
们探讨饮食社交、关系资本和政治信任这三大概念之间的关联。一旦
因果性地证实人们参与“饭局”的次数会降低其“相信政府”的程度，我
们就可以充分地向读者表明，饮食社交这个关系资本所赖以积累、维系
和动员的重要途径可能有负面的政治后果。虽然关系资本本身不一定
对政治信任带来直接的负面效应，但其赖以生成和改变的社会过程足
以带来政治上的“副作用”。在文献中，我们已有大量研究将饮食社交
作为关系资本的测量维度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推
断，饭局提升了关系资本，却降低了政治信任。考虑到关系资本最大化
往往是理性行动者的追求，而且社交聚餐是中国传统人情社会得以运
作的重要渠道，这个副作用非常值得我们剖析和深思。

三、研究假设和模型设置

前文提及了饮食社交影响政治信任的可能途径，接下来我们将简
要剖析并推论这些途径究竟会提高还是降低饮食社交参与者的政治信

任，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最后讨论模型设置。

１．假设的提出：总体侵蚀和四大差异
首先我们推测饮食社交中的“信息传播”途径是如何改变政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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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取得长足进步，政治参与制
度不断健全，形式不断丰富。不过，有学者发现，由于传统政治伦理、经
济社会发展制约和公民意识不足等多种原因，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途
径相对单一，制度仍不健全（秦德君，２００１；黄国满，２００４；张亚勇，２００８；
宋留清，２００９；梁纪毅，２００９；孙超，２００９）。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
社会分层和流动不断加快，发展中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出现，人们自然
会通过各种非正式，甚至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政治参与或对政治过程
和行政行为进行评论与信息交流。饭局、聚餐等饮食社交行为是中国
人传统社交的重要载体，在正式政治参与方式仍显不足的情况下，饭
局、聚餐所构造的场域往往会成为一种非正式政治参与的补充渠道。
此外，在社会转型阶段，国家再分配力量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较为深入，
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话题往往都离不开政治。因此，正式政治
参与的不足和行政权力深入社会的格局，使得饭局、聚餐成为政治信息
的非正式传播和评论的场所。这样，各类和政治有关的信息甚至是各
种潜规则、小道消息等都会成为饮食社交过程中的讨论话题（司敏，

２０１２）。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非正式场合，“正面”的信息往往并不被重
视，“负面”的流言却往往成为群体中情感性表达的渠道，甚至相互信任
的传递方式（Ｇｒｏｓｓｅｒ，Ｌｏｐｅｚ－Ｋｉｄ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ｉａｎｃａ，２０１０）。３因此，政治
信息在这样的非正式传播场合中不断被流转，往往更容易侵蚀而不是
提升参与者的政治信任。４

３．实际上，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并没有正向显著的统计相关关系
（Ｎｅｗｔｏｎ，２００１）。

４．关于正式政治参与不足使饮食社交成为政治信息传播渠道的推测得到了匿审专家的提示。

除了“信息传播”途径，我们认为“目的达成”是饮食社交影响政治
信任的另一条潜在渠道。一个推测就是，在宴请之后，宴请方不管目标
有没有达到，都会进一步加深政治不信任。这是因为，如果达到目的，
宴请者对自己此前对体制的不信任就会进一步加深；如果没有达到目
的，宴请者往往会认为关系资本的投入仍然不够，只会保持原有的对体
制的不信任。而被宴请的一方可能因为参加宴席获得面子，以及预期
回报而保持原有的政治信任。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群差异问
题：资源强势者和资源弱势者在饮食社交过程中政治信任更新结果是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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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两个方面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推论：１）聚餐上的“信息传播”
更可能降低全体参与者的政治信任；２）宴请中的“目标达成”可能降低
弱势资源拥有者的政治信任，但不一定作用于强势资源拥有者。因为
社会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金字塔上端的人总
是少数。因此，宴请中的“目标达成”会降低多数参与者的信任，保持或
增加少数参与者的信任。基于这两点，我们就可以提出本文的“总体侵
蚀”假设：
假设１：饮食社交总体上会侵蚀居民的政治信任。
在社会转型时期，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中的干部群体是集中代

表“再分配权威”的体制内核心人群，而民营或私企等非国有部门和国
有企事业中非干部的群体代表的是体制外的市场力量和体制边缘的群

体。因此，总体上，干部的身份代表着体制内的资源强势群体，非干部
身份代表着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资源相对弱势群体。据此笔者提出
“体制差异”假设：
假设２：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非干部人群中更为

显著。
性别差异很可能会影响饮食社交，改变政治信任的过程。特别是

女性对政治话题关心较少，即便是具有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其政治义
务感仍然很弱，饮食社交中的政治信息流动可能对她们来说不太重要，
甚至有选择地屏蔽和过滤。例如，祝平燕（２００７）的研究指出，即便是高
校中的知识女性也不太关心国内外大事，她们很少收看新闻联播和午
间新闻，甚至有的人连报刊也很少看。就此，我们提出“性别差异”假设：
假设３：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男性中更为显著。
代表人力资本的教育程度也可能是侵蚀效应差异化的源头之一。

例如，戴元光等（１９８８）在传播学研究中就提出“态度改变理论”，强调教
育程度高的人更不容易改变观点。就此我们提出“教育差异”假设：
假设４：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低学历人群中更为显著。
考虑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中市场的力量相对较强，虽然收入差

异有可能较大，但总体上体制内社会资源和体制外社会资源的对比和
差异比经济不发达地区要小。同时，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的关系资
本积累、维系、动员和汲取的形式，除了通过饮食社交进行，还可能有其
他更为丰富的形式（如一起打球、运动等）。也因此，无论对于关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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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系还是使用，不发达地区的饮食社交都更为重要，对政治信任产生
的影响也更大。就此我们提出“地区差异”假设：

假设５：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效应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地区
更为显著。

以上共５个假设，概括起来就是“总体侵蚀”和“四大差异”。

２．模型设置：定序概率比模型和工具变量
信任指标的数据往往是定序变量，但因为序次之间的间隔可能是

不相等的，本文因此采用定序概率比模型（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以下简称

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饮食社交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当然，我们进行了标
准的平行线检测，证明可以运用该模型。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未被观察到的连续因变量 Ｙ＊（真正的政治信
任度），它是一组自变量的线性函数

　　Ｙ＊ ＝β０＋β１Ｓｉ＋β２Ｘｉ＋εｉ，Ｙ ＝ｊ［ｋｊ－１ ≤Ｙ＊ ＜ｋｊ］ （１）

其中，Ｓｉ表示第ｉ个被访者的饮食社交频度；Ｘｉ则是一组控制变量，包
括个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职业特征等；εｉ是误差项；β１ 就

是我们关心的关系资本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系数；ｋｉ为Ｙ＊ 的分界点，也

即政治信任的分级。也即，当Ｙ＊ ＜ｋ１ 时，我们就观察到 Ｙ＝１；当ｋ１
≤Ｙ＊＜ｋ２ 时，我们就观察到Ｙ＝２，依次类推。
前文多次提及，直接用概率比模型对方程（１）进行估算会忽视遗漏

变量和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导致估算偏误，且不能证实真正的因果
效应。对于横截面数据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寻找到一个合格
的工具变量：它必须与饮食社交的强度密切相关，但又不直接影响政治
信任。找到了这样的工具变量，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工具变量对因变
量和自变量的影响，将干扰项的影响“过滤”掉（陈云松，２０１２）。现假设

Ｚｉ是一个合格的工具变量，我们可以写一个联立方程组以表示工具变
量定序概率比模型（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Ｙ＊ ＝β０＋β１Ｓｉ＋β２Ｘｉ＋εｉ，Ｙ ＝ｊ［ｋｊ－１ ≤Ｙ＊ ＜ｋｊ］ （２）

Ｓｉ＝γ０＋γ１Ｚｉ＋γ２Ｘｉ＋ξｉ （３）

这里，Ｚｉ是工具变量，ξｉ 是随机误差项。在这个方程组中，必须满足

Ｃｏｖ（Ｚ，εｉ）＝０，且Ｃｏｖ（Ｚ，Ｓｉ）≠０。因为饮食社交是连续变量，所以，

我们在对方程（３）进行ＯＬＳ回归，得到Ｓｉ的预测值Ｓ^ｉ＝γρ^０＋γρ^１Ｚ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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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ρ^２Ｘｉ，并将方程（２）里面的Ｓｉ用Ｓ^ｉ 来替代进行Ｏ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以得到

β１ 的一致估计量。在分析中，本文将把单方程 ＯＰｒｏｂｉｔ和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分析结果进行比较。

四、数据描述和分析结果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０９年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
（ＪＳＮＥＴ）问卷调查。该调查由边燕杰主持，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
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八城市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共访谈了

７　１０２位有非农职业经历的１８－６９岁的城镇居民。在每个城市均首先
采用分层抽样方法选择区、居委会。选定居委会后，使用地图法获取家
庭户的抽样框，然后随机抽取被调查户，入户后选取生日最接近７月１
日的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查。剔除缺失值之后，最终本文的工作样本
为３　１２７人。主要数据描述见表１。

１．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政治信任”。在ＪＳＮＥＴ２００９问卷中，被访者被要

求对１２类测量指标的信任程度进行回答。其中有４类用来测量对人
际之间的社会信任，信任对象分别为“家人”、“邻居”、“外地人”和“陌生
人”，另外８类用来测量对制度的信任，信任对象为“商人”、“居委会干
部”、“政府”、“警察”、“医生”、“新闻”、“法院法官”和“科学家”。显然，
其中涉及政治信任内容的有“政府”、“警察”、“法院”和“居委会干部”等
四项指标。考虑到“政府”一项从语义上涵盖了中央、地方政府和政府
官员，其内涵比“法官”、“警察”和“居委会干部”等更符合政治信任的对
象定义，所以本文以对“政府”的信任作为首要的因变量。同时，在拓展
分析中，本文也将分别对“法官”、“警察”和“居委会干部”，以及由四项
指标经过因子分析生成的政治信任因子等四个辅助因变量进行分析。
在数据中，信任程度的测量为定序分类，选项为“完全信任”、“比较信
任”、“不太信任”和“根本不信”（选择“不知道／说不清”的被从样本中剔
除）。政治信任各指标的主要分布见表１。

２．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饮食社交”。在ＪＳＮＥＴ２００９问卷中，被访者被

问及以下３个问题：（１）“您请人在外就餐过吗”；（２）“您被请在外就餐
过吗”；（３）“您陪朋友在外就餐过吗”。这个题器的设计准确对应了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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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主要数据描述（Ｎ＝３　１２７）
个体属性 均值 标准差 个体属性 均值 标准差

年龄 ４２．４　 １２．３ 春节拜年网（人） ２６．４　 ２９．８
社团参与因子 ０．０１１　 ０．９８９ 社会信任因子 －０．０１４　 ０．９８９
家庭年收入（万元） ７．２６　 ３６．９ 上月食物支出（元）１　２５０　 ９０３
初职交往面因子 ０．０４９　 ０．９９５

性别
男

１　４５２　４６．４３％

女

１　６７５　５３．５７％
户籍

城镇

２　７８９　８９．１９％

农村

３３８　１０．８１％

本地人
本地

２　５８２　８２．５７％

外地

５４５　１７．４３％
自有产权房

是

１　９２５　６１．５６％

否

１　２０２　 ３８．４４

党员
党员

５６９　１８．２０％

非党员

２　５５８　８１．８０％
婚姻

已婚

２　４０９　７７．０４％

未婚／单身／离异

７１８　２２．９６％

教育
小学及以下

１６４　 ５．２４％

初高中／中专

１　７３５　５５．４８％

大专以上

１　２２８　３９．３７％

从不 很少 有时 较多 经常

请人吃饭 ７０５　２２．５５％ ９２４　２９．５５％ １　０９４　３４．９９％ ２２２　 ７．１０％ １８２　 ５．８２％

被请吃饭 ５３４　１７．０８％ ８９２　２８．５３％ １　２３９　３９．６２％ ２６２　 ８．３８％ ２００　 ６．４０％

陪人吃饭 ６４８　２０．７２％ ９０９　２９．０７％ １　１２４　３５．９４％ ２５８　 ８．２５％ １８８　 ６．０１％

饮食社交因子 均值　－０．０２６ 标准差１．００

完全信任 比较信任 不太信任 根本不信任 样本数

政府信任 ５０７　２１．０５％ １　４２２　５９．０５％ ３７６　１５．６１％ １０３　 ４．２８％ ２　４１１

警察信任 ４７０　１５．８９％ １　７７７　６０．０７％ ５４４　１８．９３％ １６７　 ５．６５％ ２　９６３

法官信任 ３９２　１４．６９％ １　６２６　６０．９２％ ５３７　２０．１２％ １１４　 ４．２７％ ２　６７４

居委会干部信任３０８　１０．９４％ １　８３６　６５．２０％ ５６１　１９．９２％ １１１　 ３．９４％ ２　８２２

政治信任因子 均值　－０．０１０ 标准差０．９９　 ２　５４９

　　注：部分因子变量系在剔除全部缺失值之前计算，故此存在均值不为０的
现象。

客、被请和陪客的三个维度。问卷提供了５个定序选项，即“从不”、“很
少”、“有时”、“较多”和“经常”。本文使用主成份分析和方差极大旋转方
法，从这３个指标中提取出代表总体“饮食社交”频率的因子（见表１）。

在方程的右侧，本文将广泛控制被访者个人特征和经济、职业等等变
量，具体包括：（１）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所
在城市、是否本地人，这些均是常规性的控制变量。（２）被访者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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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地位：户籍、党员、就业状态、５现职（或最后职业）单位所有制性
质、６现职（或最后职业）所在行业、７获得现职（或最后职业）时的工作
经验、有无房和家庭收入对数。毫无疑问，这类变量可能同时和政治信
任和关系资本相关，必须加以控制。同时，广泛控制行业、工作单位性
质等有助于把“饮食社交”可能反映的其他身份特征过滤掉。（３）其他
信任决定因素：春节拜年网、社区参与因子和社会信任因子等体现其他
维度社会资源的变量可能既影响社交餐饮，又影响政治信任，也必须加
以控制。（４）异质性控制变量：上月用于食物支出被用来控制被访者对
于餐饮美食爱好的异质性。同时，被访者初职的单位性质和行业类型
也被控制，这是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下文会详细分析。

５．就业状态包括：全职、半职、下岗／待业／失业、离退休、离退休后再就业、在学、在家和其他
等八类。

６．单位性质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国有事业、集体企业、个体经营、私营企业、外资／合资
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等九类，退休、在学或失业等未填写的作为第十类。

７．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
业、水力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邮电通讯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饮食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
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其他行业等十六类。退休、在学或失业等未填写
的则作为第十七类。

３．工具变量
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初职工作交往面”（由工作所决定的与

各类人打交道的强度因子）。毋庸置疑，工作岗位所带来的交往面和单
位的所有制性质、行业等有关，甚至个人的政治态度也会影响行业选
择。一般而言，大学、科研部门的岗位的人往往和其他人打交道少，而
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则可能交际面很广。一旦我们系统控制了被访者
第一个工作的单位性质和行业类型，那么，这个初职工作交往面就可以
被认为是外生的。这是因为，刚刚参加工作的人，虽然可以凭借人力资
本水平或家庭背景选择行业和所有制单位，但一般而言，这个选择和工
作交往面并无关系（换句话说，工作交往面并不是判断工作岗位好坏的
重要依据），而单位也因为对个人的不了解而无法根据其个人能力特征
为其匹配最为适合的岗位。这样，在控制了初职的行业和单位性质等
相关特征后，“初职工作交往面”就可以视做随机分配的结果，也因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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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未来的政治信任无关（为稳妥起见，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还进
一步在工具变量模型中控制初职单位的人员规模，以确保工具变量的
外生性），而且，由于“路径依赖”，它毫无疑问会对人们现在的社会交往
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及其强度可以在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一阶段
得到统计证明。
在调查问卷中，被访者被问及初职中因工作与９个方面的社会交

往程度，即与顾客／服务对象打交道、与客户打交道、接待各种来客、与
上级领导打交道、与下级同事打交道、与平级同事打交道、与上级部门／
单位打交道、与下级部门／单位打交道和与其他单位打交道。供选择的
选项有４个，分别是“经常”、“有时”、“很少”和“从不”。利用主成分分
析法和方差极大旋转法，我们抽取一个“初职工作交往面”的因子作为
工具变量。当然，个人对这四个选项的主观衡量可能不同，但考虑到初
职的单位性质和行业均已经被控制，通过因子分析法抽析出综合因子
后应该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职位交往面。而且，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可
以在回归的第一阶段得到统计证明。

４．政府信任的分析结果
我们把对“政府信任”的分析结果展示在表２中。其中，模型１是

基准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控制的变量和邹宇春、敖丹和李建栋（２０１２）的广州
分析完全一致。在模型２中，本文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控制变量，以使
“饮食社交”不再代表职业特征和饮食偏好等，提高概念操作化的效度，
过滤掉竞争性解释。８模型３则采用“初职工作交往面”作为工具变量，
也即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而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第一阶段回归的Ｆ统计量
为６６，远超过１６的经验值（Ｓｔｏｃｋ　ａｎｄ　Ｙｏｇｏ，２００５），这说明，“初职工作
社会交往面”和后期的饮食社交密切相关。而瓦尔德外生检验拒绝了
零假说，表明饮食社交确有可能是内生变量。如果工具变量的合法性
不受质疑，那么模型３的相关估计量就比模型２的更为可靠。９

８．考虑到控制的变量较多且可能相关较强，我们对模型２改用ＯＬＳ回归，并进行多重共线性
检测，ＶＩＦ数值仅为８，没有超过１０的经验值。

９．在稳健性测试中，我们在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中进一步控制了初职单位的人员规模，以确保工具变
量的外生性，得到的结果和文中几乎一致。限于篇幅，在此不再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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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饮食社交对政府信任的影响（Ｎ＝２　４１１）
模型１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模型２

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模型３

ＩＶ－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饮食社交因子 －０．０７９（０．０２８）＊＊ －０．０９１（０．０２９）＊＊ －０．４３１（０．１５８）＊＊＊

男性 －０．０１８（０．０４７） －０．０１７（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０．０６１）

年龄 ０．０１４（０．０１４） ０．０１５（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３（０．０１５８）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１）

本地人 －０．２２１（０．０７５）＊＊ －０．２９５（０．０８５）＊＊＊ －０．２８３（０．０８６）＊＊＊

在婚 ０．０９２（０．０６６） ０．０９４（０．０６９） ０．０４５（０．０７３）

住产权房 ０．００９（０．０５２） ０．０２９（０．０５３） ０．００７（０．０５４）

党员 ０．１２０（０．０６０）＊ ０．０６３（０．０６５） ０．０５８（０．０６５）

教育

　中学中专 －０．２３４（０．１２９）＊ －０．２９２（０．１３３）＊＊ －０．２０９（０．１３３）

　大专以上 －０．４０２（０．１３９）＊＊ －０．５１１（０．１４６）＊＊＊ －０．３６９（０．１５７）＊＊

社团参与因子 ０．１８７（０．０３６）＊＊＊ ０．１８２（０．０３７）＊＊＊ ０．２４４（０．０４４）＊＊＊

城镇户籍 －０．０８８（０．１０７） －０．１３２（０．１０８）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１１（０．０３８） ０．０９３（０．０５）＊

上月食物开支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３）

春节拜年网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２）

社会信任因子 ０．１２０（０．０２８）＊＊＊ ０．１１２（０．０２９）＊＊＊

就业状态 ＹＥＳ　 ＹＥＳ
初职单位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初职行业类型 ＹＥＳ　 ＹＥＳ
现职／末职单位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现职／末职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Ｆ值 ６６．９
瓦尔德外生检验 Ｐ＝０．０４
Ｃｕｔ　１ －１．１４５（．２９）＊＊＊ －１．８９０（．５０８）＊＊＊ －１．３５９（．５４１）＊＊＊

Ｃｕｔ２　 ０．７６０（．２８１）＊＊＊ １．５０９（．５１１）＊＊＊ １．５７１（．５４２）＊＊＊

Ｃｕｔ３　 １．５３（．２９４）＊＊＊ ２．４４５（．５１０）＊＊＊ ２．４８１（．５４８）＊＊＊

　　注：１．括弧内为异方差稳健型估计的标准误；
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虚拟变量中，女性、外地人、单身、农村户口、小学及以下、全职就
业、党政机关、农林牧渔、长春市为参照群体；
４．ＹＥＳ表示控制了相关虚拟变量，限于表格篇幅未列出具体估计量。

　　从表２的结果看，无论是基准模型、控制了更多变量的模型，还是
工具变量方法，三个模型得出的关系资本的结论都是一致的，饮食社交
实际上对城镇居民的政府信任有反向的侵蚀作用。由于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的系数诠释更为复杂，为直观和节省篇幅起见，我们对线性ＩＶ方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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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做一个简化说明。如果将饮食社交定义为三个子项目的里克特量
表的平均得分，且将政府信任变量作为从１到４的连续变量看待，我们
就可以直接采用线性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并进行最直观的诠释：线性
工具变量模型估计出的偏系数为０．２６，１０意味着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
情况下，餐饮社交的频率每提升一个等级（例如，从“很少”到“有时”），

带来的政治信任就会下降０．２６，也即四分之一个等级。在数量级上，
社交餐饮的频率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度与教育程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几乎相当。可见，中国人情社会常见的“吃吃喝喝”对政治信任有相当
大的总体侵蚀作用。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代表着对社会自然人信任的“社会信任”和

参与各类社会活动的“社团参与”因子，都和政治信任显著正向相关，这
和以往的中国研究均吻合得很好。教育程度则和政府信任呈反向相
关，这显示，随着学历的增高，人们的思维会更具独立性。家庭收入也
能影响政治信任，体现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一是经济和收入要素。

此外，我们发现，是否是本地人和政府信任密切相关，可能代表了移民
对所在城市中体制力量的信任：在陌生情境中人们可能更加信任制度
化的力量。

１０．注意，此处的０．２６来自标准线性工具变量分析，也即将因变量看做连续变量，在ＳＴＡＴＡ
中使用ｉｖｒｅｇ命令。而表格中报告的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估计量在ＳＴＡＴＡ中均用条件混合过程
模块估算（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ｘ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获得。

１１．工具变量估计量变大往往还可能是局部平均干预效应（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所致。类似的实证分析和诠释参见陈云松（Ｃｈｅｎ，２０１２）。但在本文的研究情境和工具变量
选择中，这种诠释基本没有说服力。

最后，如何理解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大于 Ｏ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一方
面，可能是遗漏的性格、偏好等个异质性与饮食社交正相关，但与政府
信任负相关。另外一方面，政府信任很可能和饮食社交存在双向因果
关系。比如，人们越不信任政府，就越会通过工具性的饮食社交来获取
社会资源。越多进行这种饮食社交，则越会通过信息传播和目标达成
两个机制，愈发对政府不信任。此外，政府信任的测量可能存在一定的
测量误差，这种误差总是导致回归结果向零靠拢，也即低估偏系数的绝
对值。不过，从 Ｏ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到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估计量，数量增加了４
倍，应该不仅仅是测量误差就足以解释的，这也反过来印证了我们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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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１１

５．其他政治信任指标的分析结果
如果说前文分析的“政府信任”代表了政治信任中对制度和官员的

总体信任程度，那么对警察、法官的信任则代表对司法信任，对居委会
干部的信任则是对基层自治组织的信任。在这一节，笔者分别采用前
文同样的模型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方差极大旋
转，将政府信任、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会干部信任这四个变量抽取
为一个政治信任因子。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
会干部信任和政治信任因子的四项分析中，“初职工作交往面”也顺利
通过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但前三者（定序变量）的瓦尔德检验和政治信
任因子（连续变量）模型的豪斯曼检验（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均表明工具变量
估计量和单方程估计量没有系统区别。考虑到工具变量估计量标准误
较大，在表３中展示的结果为ＯＰｒｏｂｉｔ（信任警察、法官和居委会干部）
和ＯＬＳ估计量（政治信任因子）。这同时表明，“双向因果关系”可能更
多体现在“政府信任”和“饮食社交”之间，而在针对警察、法官和居委会
干部等具体的人群信任方面，不一定存在这种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程度对信任法官的影响是正
向的，而对信任警察和居委会干部则是负向的，这应是因为法官职业的
专业性、权威性在高学历人群的心目中高于警察和居委会干部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饮食社交的频率因果性地侵

蚀政治信任的各个维度。也即，假设１———总体侵蚀假说，得到了基于反事
实框架的有力证明。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通过“饮食社交”固然可以积累
和维系关系资本，伴随这个生成和改变关系资本的过程的却是人们对政府
信任、警察信任、法官信任、居委会信任等的削弱。换句话说，在关系的情
境下，个人获取和使用社会资本却会降低个人对体制的信任，让整个社会
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６．侵蚀效应的人群差异
下面我们来验证“四大差异”假说。首先来看“饮食社交”对“政府

信任”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性影响。为节省篇幅，表４把对“政府信任”
的体制、性别、学历和地区四类差异分析全部集中到一个表中。注意，
理论上我们不能直接对样本分割进行简单的分组子样本回归来做比

较，而是应该在模型中引入饮食社交与不同人群类别（一个二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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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显著，才能说明人群甲与人群乙在饮食社交的
表３：饮食社交对其他政治信任指标的影响
对警察信任 对法官信任 对居委会干部信任 政治信任因子

饮食社交因子 －０．０９６（０．０２７）＊＊＊ －０．０５６（０．２８０）＊＊－０．１１５（０．０２９）＊＊＊－０．０８２（０．０２２）＊＊＊

男性 －０．０９５（０．０４７）＊＊ －０．６４１（０．０４８） －０．０２５（０．０４９） －０．０４８（０．０３９）

年龄 ０．０１０（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０．０１４） ０．０２６（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０．０１２）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７（Ｏ．０００１）

本地人 －０．２０３（０．０６９）＊＊＊ －０．１１９（０．０７４） －０．０７９（０．０７３） －０．０４１（０．０７）

在婚 ０．０３２（０．０６） ０．０１２（０．０６４） ０．０８８（０．０６６） ０．００１５（０．０５３）

住产权房 ０．０３７（０．０４８） ０．１１２（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０．０５１） ０．０１４２（０．０４１）

党员 ０．０２９（０．０５９） ０．１１４（０．０６１）＊ ０．０９２（０．０６２） ０．１６３（０．０４６）

教育

　中学中专 －０．２６２（０．１０９）＊＊ ０．１２０（０．１１２） ０．０８７（０．１０８） －０．１６７（０．０７７）＊＊

　大专以上 －０．３３５（０．１２２）＊＊＊ ０．２９７（０．１２６）＊＊ ０．１５９（０．１２４） －０．２６０（０．０９０）＊＊＊

社团参与因子 ０．１１９（０．０３４）＊＊＊ ０．０９６（０．０３４）＊＊ ０．２２５（０．０３６）＊＊＊ ０．１７２（０．０２５）＊＊＊

城镇户籍 －０．１７２（０．０８６）＊＊ －０．０４１９（０．０８９） －０．０４６（０．０９３） －０．０６９（０．０８６）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１２（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４（０．０３１１） ０．０２５（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０．０２８）＊

上月食物开支 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２）

春节拜年网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０．０００７）

社会信任因子 ０．０７７（０．０２３）＊＊＊ ０．０８２（０．２４９）＊＊＊ ０．１３１（０．２６６）＊＊＊ ０．３９６（０．０３１）＊＊＊

就业状态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初职单位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初职行业类型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现职／末职单位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现职／末职行性质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虚拟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　９６３　 ２　６７４　 ２　８２２　 ２　５４９

　　注：１．括弧内为异方差稳健型估计的标准误；
２．＊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虚拟变量中，女性、外地人、单身、农村户口、小学及以下、全职就业、
党政机关、农林牧渔业、长春市为参照群体；
４．ＹＥＳ表示控制了相关虚拟变量，但限于表格篇幅未列出具体取值。

影响力方面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当然，这一点在样本量有限的情
况下特别重要。１２不过，由于非线性模型交互项系数本身不能直接进行
显著差异的诠释，我们这里展示子样本回归结果。

１２．就这一点，李爽、陆铭、佐藤宏（２００８）和张爽、陆铭、章元（２００７）曾对奈特等（Ｋｎ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Ｙｕｅｈ，２００２）提出批评。陈云松、沃克尔、弗莱普（２０１４）对穆瓦（Ｍｏｕｗ，２００３）的复制性社会资
本研究的质疑出发点也是基于此。

不难发现，在体制差异方面，干部代表了“体制内”最核心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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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外和体制边缘的非干部人群中，饮食社交对政府信任的侵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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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５



（ ０
．０
４１
）

－
０
．０
７９

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９

（ ０
．０
５１
）

－
０
．１
２９




（ ０
．０
３７
）

－
０
．０
７４



（ ０
．０
４１
）

－
０
．１
２２




（ ０
．０
４２
）

男
性

－
０
．１
６６

（ ０
．１
６７
）

－
０
．０
２３

（ ０
．０
５７
）

—
—

－
０
．０
２５

（ ０
．０
８７
）

－
０
．０
３１

（ ０
．０
６７
）

－
０
．０
８４

（ ０
．０
７５
）

－
０
．０
６６

（ ０
．０
７６
）

年
龄

０
．０
０４

（ ０
．０
６０
）

０
．０
０２
３

（ ０
．０
１６
３
）

０
．０
３１

（ ０
．０
３６
）

０
．０
１０

（ ０
．０
２１
）

０
．０
０２

（ ０
．０
２７
）

０
．０
０９

（ ０
．０
１９
）

０
．０
０７

（ ０
．０
２
）

０
．０
２７

（ ０
．０
２４
）

年
龄
平
方

－
０
．０
００
４

（ ０
．０
００
７
）

－
０
．０
００
０７

（ ０
．０
００
１
）

－
０
．０
００
３

（ ０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
００
２

（ ０
．０
００
２
）

－
０
．０
００
０２

（ ０
．０
００
３
）

－
０
．０
００
２

（ ０
．０
００
２
）

－
０
．０
００
１

（ ０
．０
００
２
）

－
０
．０
００
２

（ ０
．０
００
３
）

本
地
人

－
０
．７
５６



（ ０
．３
２６
）

－
０
．２
８６



（ ０
．０
９１
）

－
０
．２
６４



（ ０
．１
２２
）

－
０
．３
０１



（ ０
．１
２７
）

－
０
．３
７４




（ ０
．１
３１
）

－
０
．２
８１



（ ０
．１
２１
）

－
０
．２
２０



（ ０
．１
１３
）

－
０
．３
６９




（ ０
．１
３３
）

在
婚

０
．１
５９

（ ０
．２
８３
）

０
．１
０２

（ ０
．０
７２
）

０
．１
１３

（ ０
．１
１４
）

０
．０
２５

（ ０
．０
９２
）

０
．０
７７

（ ０
．１
１４
）

０
．０
９９

（ ０
．０
９１
）

０
．０
１０

（ ０
．０
９９
）

０
．１
１９

（ ０
．０
９９
）

住
产
权
房

０
．２
５１

（ ０
．１
７８
）

０
．０
４４

（ ０
．０
５７
）

０
．０
１４

（ ０
．７
８６
）

０
．０
５７

（ ０
．０
７６
）

０
．０
３９

（ ０
．０
８６
）

０
．０
２３

（ ０
．０
６９
）

０
．１
０７

（ ０
．０
７４
）

０
．０
３４

（ ０
．０
７８
）

党
员

０
．２
０６

（ ０
．１
７５
）

０
．０
９９

（ ０
．０
７７
）

０
．１
５９



（ ０
．９
１８
）

０
．０
６２

（ ０
．０
９８
）

０
．０
３２

（ ０
．０
９９
）

０
．０
６１

（ ０
．０
９５
）

０
．０
６２

（ ０
．０
９６
）

０
．０
９３

（ ０
．０
９２
）

教
育

　
中
学
中
专

－
０
．４
８９

（ ０
．５
７７
）

－
０
．３
１５



（ ０
．１
３８
）

－
０
．１
９６

（ ０
．２
１８
）

－
０
．３
７５



（ ０
．１
６９
）

—
—

－
０
．４
３１




（ ０
．１
６１
）

－
０
．０
００
４

（ ０
．２
４３
）

　
大
专
以
上

－
０
．４
９０

（ ０
．６
０５
）

－
０
．５
３１




（ ０
．１
５３
）

－
０
．４
３４



（ ０
．２
３１
）

－
０
．６
２１




（ ０
．１
９３
）

—
—

－
０
．６
８３




（ ０
．１
８０
）

－
０
．１
７６

（ ０
．２
５７
）

社
团
参
与
因
子

０
．２
９５



（ ０
．１
１３
）

０
．１
７９




（ ０
．０
４０
）

０
．１
２８



（ ０
．０
５９
）

０
．２
３６




（ ０
．０
５１
）

０
．２
５２




（ ０
．０
６７
）

０
．１
３５



（ ０
．０
４５
）

０
．１
８４




（ ０
．０
６０
）

０
．２
００




（ ０
．０
４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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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

城
镇
户
籍

－
０
．２
５１

（ ０
．１
７８
）

－
０
．０
９１

（ ０
．１
１２
）

－
０
．０
１８

（ ０
．１
５８
）

－
０
．１
１１

（ ０
．１
４６
）

－
０
．４
４５



（ ０
．１
９２
）

－
０
．０
０２

（ ０
．１
３２
）

０
．０
９２

（ ０
．１
３７
）

０
．２
０４

（ ０
．１
７６
）

家
庭
年
收
入

０
．１
５６

（ ０
．１
１８
）

０
．０
１６

（ ０
．０
３５
）

０
．０
０８

（ ０
．０
４４
）

０
．０
２６

（ ０
．０
４９
）

０
．０
０９

（ ０
．５
２９
）

０
．０
２７

（ ０
．０
４３
）

０
．０
３３

（ ０
．０
４８
）

０
．０
０６

（ ０
．０
４４
）

上
月
食
物
开
支

０
．

００
０２




（ ０
．０
００
０９
）

０
．０
００
０２

（ ０
．０
００
０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５

（ ０
．０
００
０５
）

０
．０
００
０４

（ ０
．０
００
０４
）

０
．０
００
０４

（ ０
．０
００
０４
）

０
．０
００
０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６
）

０
．０
００
０３

（ ０
．０
００
０４
）

春
节
拜
年
网

０
．０
００
４

（ ０
．０
００
８
）

０
．０
００
７１

（ ０
．０
０１
）

０
．０
００
６

（ ０
．０
０１
３
）

０
．０
０１

（ ０
．０
０２
）

０
．０
００
５

（ ０
．０
０１
）

０
．０
０２

（ ０
．０
０２
）

０
．０
００
４

（ ０
．０
０１
）

０
．０
０１
３

（ ０
．０
００
４
）

社
会
信
任
因
子

０
．０
４６

（ ０
．０
８５
）

０
．１
３７




（ ０
．０
３２
）

０
．１
２８




（ ０
．０
４５
）

０
．１
２４




（ ０
．０
３９
）

０
．１
１７




（ ０
．０
４５
）

０
．１
２８




（ ０
．０
４０
）

０
．１
８６




（ ０
．０
４７
）

０
．１
０６




（ ０
．０
３６
）

就
业
状
态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初
职
单
位
性
质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初
职
行
业
类
型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现
／
末
职
单
位
性
质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现
／
末
职
行
业
性
质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城
市
虚
拟
变
量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Ｙ
ＥＳ

　
　
注
： １
．
括
弧
内
为
异
方
差
稳
健
型
估
计
的
标
准
误
；

２
．

ｐ
＜
０
．１
； 

ｐ
＜
０
．０
５
； 

ｐ
＜
０
．０
１
；

３
．
虚
拟
变
量
中
，女
性
、外
地
人
、单
身
、农
村
户
口
、小
学
及
以
下
、全
职
就
业
、党
政
机
关
、农
林
牧
渔
业
、长
春
市
为
参
照
群
体
；

４
．
Ｙ
ＥＳ
表
示
控
制
了
相
关
虚
拟
变
量
，限
于
表
格
篇
幅
未
列
出
具
体
取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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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表露无遗。对干部而言，饮食社交、教育程度、社会信任等因素对政
府信任都没有统计显著的作用，这显然是因为作为“体制内”的干部群
体，其政府信任主要由自身信仰、政治素质和工作岗位决定。不过，这
绝不代表体制内人群的饮食社交是无害的，因为体制内人群，特别是党
政干部的社交餐饮，其成本过去往往要由国家财政承担，这无论是在公
共财力方面，还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方面，都会对社会运行产生总体的
负面作用。１３

１３．考虑到问卷询问的问题是政治信任，该回归分析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干部群体在回答问题
时高报了政治信任，我们感谢匿审专家在这方面的提醒。不过，这并不影响本文最重要的，也
即总体侵蚀结论。相反，如果干部群体的政治信任也因为饮食社交而降低，则更加说明饮食
社交对信任的总体侵蚀作用。

　　在性别差异方面，女性的饭局频率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非常微弱，而
男性的饭局频率显著侵蚀政府信任；在教育差异方面，具有大专以上学
历的人，其政府信任不受饮食社交的影响，而中专以下的低学历者的政
府信任明显受到侵蚀；在地区差异中，代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
广州、厦门和天津等城市，人们的政府信任受饭局频率的影响相对较
弱，而在其他城市，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负面侵蚀作用。可
见，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人群差异性。和社会信
任、教育程度、社团参与因子、是否本地人等其他影响政治信任的重要
因素相比，这一点非常不同。后四者几乎在全部人群中都和政治信任
存在紧密关联。通过表４，我们能看出，饮食社交对政府信任的侵蚀最
明显的城镇人群，应该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低学历体制外的男性。
表４证实饮食社交对政府信任的侵蚀在不同的人群中有明显的差

异，其对警察、法官、居委会干部的信任，以及总体政治信任因子方面是
否也是如此呢？本文分别以这４个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为节省
篇幅，表５只保留各回归方程中饮食社交的偏系数，其他控制变量不再
讨论。同时，我们把前文讨论的对政府信任偏系数放在第一行，以便比
较。从表５可以看出，总体上，饮食社交对５种政治信任指标的侵蚀都
存在体制、教育、性别和地区上的差异，也即，假设２到假设５———“四
大差异”，得到了有力证明。值得关注的是饮食社交对法官信任的教育
区隔：表３中基于全体样本的分析表明，饮食社交对法官信任的影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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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饮
食
社
交
对
其
他
政
治
信
任
指
标
在
不
同
人
群
中
的
侵
蚀
差
异

体
制
差
异

干
部

非
干
部

性
别
差
异

男
性

女
性

教
育
差
异

大
专
以
上
中
专
以
下

地
区
差
异

发
达

不
发
达

对
政
府
信
任
的
侵
蚀

－
０
．０
２９

（ ０
．０
８１
）

－
０
．１
１４




（ ０
．０
３２
）

－
０
．１
０５



（ ０
．０
４１
）

－
０
．０
７９



（ ０
．０
４３
）

－
０
．０
４９

（ ０
．０
５１
）

－
０
．１
２９




（ ０
．０
３７
）

－
０
．０
７４



（ ０
．０
４１
）

－
０
．１
２２




（ ０
．０
４２
）

对
警
察
信
任
的
侵
蚀

－
０
．０
７７

（ ０
．０
８１
）

－
０
．１
０３




（ ０
．０
２９
）

－
０
．１
３８




（ ０
．０
３９
）

－
０
．０
５７

（ ０
．０
３８
）

－
０
．０
９６

（ ０
．０
３５
）

－
０
．１
０２




（ ０
．０
４４
）

－
０
．０
６４

（ ０
．０
４２
）

－
０
．１
１８




（ ０
．０
３８
）

对
法
官
信
任
的
侵
蚀

－
０
．０
８９

（ ０
．０
８５
）

－
０
．０
６４



（ ０
．０
３０
）

－
０
．０
７６



（ ０
．０
４１
）

－
０
．０
３

（ ０
．０
４
）

－
０
．０
４７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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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向显著的。在表５中，基于大专以上和中专及以下学历的两类人群
的分析则表明，该影响在两类人群内均不显著。这说明，两大人群之间
应具有统计显著的“组间”差异，而两大人群内部则均无统计显著的“组
内”差异，这和表３中教育程度对法官信任的偏系数吻合得很好：和小
学学历的人相比，大专以上学历者对法官具有更强的信任，而中专学历
者则和小学学历者没有显著差异。从总体上看，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
的侵蚀差异模式就是：在体制差异方面，饭局的频率仅仅对非干部人群
存在侵蚀，对干部人群几乎没有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男性比女性更
明显和更强烈；在教育差异方面，几乎对大专以上学历的人群没有影
响，但强烈和显著影响中专以下学历的人群；在地区差异方面，在发达
城市的影响要小于在不发达城市的影响。

五、结语

与以往的社会资本研究不同，本文通过验证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
的负面影响，探讨关系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联。我们提出饮食社
交对政治信任具有侵蚀作用的系列假说，利用２００９年ＪＳＮＥＴ的八城
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饭局的频率对个人的政治信任存在负向因
果效应。尽管关系资本的产生和变化途径不仅仅来自社交聚餐（诸如
社会参与、拜年、职业关系等），但聚餐和饭局是中国情境中关系资本得
以积累、维系和动员的最重要途径。因此，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显著
侵蚀虽不能简单视为关系资本直接影响政治信任的证据，但可以看做
特定的关系资本过程所带来的政治“副作用”。也就是说，吃吃喝喝的
形式虽然可以增加个人层面的关系资本，但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情境中，
却会给社会总体运行，特别是政治信任带来不利，这也是“关系”的社会
代价之一。
结合前人的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关系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

关系不是简单正向的，而是多元复杂的。社会参与、拜年网和职业网等
指标虽然和政治信任正相关，饮食社交频率却对政治信任有因果性的
负向影响。或者说，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既可能随着政治信任的提
升，但也完全可能伴随政治信任而下降。在理论意义上，这提醒我们在
今后的研究中要留意三个问题：第一，关系资本具有多维的特性，应该
有更好、更多的测量工具；第二，对关系资本的研究，既要关注直接的因

·５１１·

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的侵蚀及差异分析：关系资本的“副作用”



果效应，也要关注相关社会过程带来的关联影响；第三，对关系资本的
研究，既要关注积极意义的一面，也要关注消极意义的一面。在政策意
义上，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饮食社交是中国人情社会的重要运行
方式，是个人积累、维系和动员关系资本的重要渠道，但在正式政治参
与不足的情况下，这一社会互动行为可能会带来政治“副作用”。而解
决之道在于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改革，以减少人们借助饮食社交进行
非制度化资源汲取的行为。同时，应积极倡导更健康和有益的社交方式。
除了在定量分析中较早专注“关系”负向作用，本文的贡献还体现

在分析模型和分析深度两个方面。第一，我们运用高级计量模型试图
解决潜在的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等问题，实现因果推断。为解决内生
性问题，我们在模型中系统控制了被访者的人口学、经济社会和职业等
大量的相关变量，并采用工具变量定序模型（ＩＶ－Ｏｒｄ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ｔ）的方
法证实了“饮食社交”的负向作用。第二，我们对饮食社交对政治信任
的侵蚀效应进行了细化分析，发现其具有明显的体制、性别、地区和教
育等群体区隔，弥补了研究的空白。当然，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本文
虽提出了“信息传播”和“目标达成”这两种饮食社交影响政治信任的机
制，但未能进一步细化分析，以区别“无工具性目的”的聚餐和“有工具
性目的”宴请之间的区别。这个遗憾要待未来搜集更为详细的数据才
能加以解决。
最后，本文有助于对“关系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思考。关系资本的

积累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工具理性行为，通过特殊主义的私密渠道来进
行，并带来对公共资源的侵蚀和掠夺，甚至引发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社
会资本冲突。因此，无论是语义方面，还是行为作用方面，关系资本都
曾引发学者在更深层次，甚至关乎学科本身的质疑：“关系”的盛行，除
了与社会形态和文化传统相关之外，是否还有关系社会学的“自我实现
预言”（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机制在发挥作用？（奂平清，２０１０）换
句话说，推动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是不是将进一步恶化关系的社会作用？
但我们认为，恰恰因为关系资本积累的过程有可能对社会带来消极作
用，对其进行全面、系统和理性的分析才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本文所
展示的那样，只有认真定义和剖析“关系资本”独特的积累、动员和汲取
路径，才能发现它或者和它有关的负面社会功能的存在。相反，如果不
研究、不剖析它，对于“关系”的负面作用，我们永远只会停留在理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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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阶段。也因此，作为一个子学科的提出和发展，“关系社会学”会有助
于我们理解和认清“关系”的暗面及其社会机制，而不会出现学者所担
忧的“自我实现预言”。从这个角度，“关系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体现
了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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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Ｎ．
Ｌｉｎ，Ｋ．Ｃｏｏｋ，ａｎｄ　Ｒ．Ｓ．Ｂｕｒｔ．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ｄｉｎｅ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Ｃｈａｎｌｅｙ，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Ｔｈｏｍａｓ　Ｊ．Ｒｕｄｏｌｐｈ，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Ｍ．Ｒａｈｎ．２０００．“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　Ｔｉｍ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６４（３）：２３９－２５６．

Ｃｈｅｎ，Ｙｕｎｓｏｎｇ．２０１１．“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４（２）：７６－１００．

Ｃｈｅｎ，Ｙｕｎｓｏｎｇ．２０１２．“Ｄｏ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Ｐａｙ　Ｏｆｆ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５（１）：２８－５５．

Ｃｉｔｒｉｎ，Ｊａｃｋ．１９７４．“Ｃｏｍｍｅｎ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６８（３）：９７３－９８８．

Ｃｏｌｅｍａｎ，Ｊａｍｅｓ．１９８８．“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４：９５－１２０．

Ｃｏｌｌｉｎｓ，Ｒａｎｄａｌｌ．１９７５．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ｌｌｉｎｓ，Ｒａ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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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Ｃｒａｉｇ，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Ｎｉｅｍｉ，ａｎｄ　Ｇｌｅｎｎ　Ｅ．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０．“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Ｓ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ｔｅｍ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２：２８９－３１４．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９９５．Ｔｒｕｓｔ：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ｂｂａｙ，Ｓｈａｕｌ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　Ａ．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９．“ＣＳＣ：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Ｊ．Ｌｅｅｎｄｅｒ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Ｍ．Ｇａｂｂａｙ．Ｂｏｓｔｏｎ：Ｋｌｕｗｅｒ：１－１４．

Ｇａｒｍｅｎｔ，Ｓｕｚａｎｎｅ．１９９１．Ｓｃａｎｄａｌ：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ｓ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Ｇｒｏｓｓｅｒ，Ｔｒａｖｉ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ｅ　Ｌｏｐｅｚ－Ｋｉｄｗｅｌｌ，ａｎｄ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Ｌａｂｉａｎｃａ．２０１０．“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ｏｓｓｉｐ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ｆｅ．”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５：１７７－２１２．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ｒｃ．１９９８．“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９２（４）：７９１－８０８．

Ｋｅｅｌｅ，Ｌｕｋｅ．２００５．“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ｏ　Ｍａｔｔｅｒ：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６７：８７３－８８６．

Ｋｅｅｌｅ，Ｌｕｋｅ．２００７．“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１（２）：２４１－２５４．

Ｋｌｕｅｇｅｌ，Ｊａｍ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ｒ　Ｍａｔěｊü．１９９５．“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ｖｓ．Ｉｎｅｇ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ａｔ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Ｒ．Ｋｌｕｅｇｅｌ，Ｄ．Ｓ．Ｍａｓｏｎ，ａｎｄ　Ｂ．Ｗｅｇｅｎ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ｄｉｎｅ　ＤｅＧｒｕｙｔ．

Ｋｎｉｇｈｔ，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Ｌ．Ｙｕｅｈ．２００２．“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Ｌａｄｄ，Ｅｖｅｒｅｔｔ　Ｃａｒｌｌ，ａｎｄ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１９８０．“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Ｐ．Ｄｕｉｇｎａｎ　ａｎｄ　Ａ．Ｒａｂｕｓｈｋ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Ｈｏｏｖｅｒ　Ｉｎｓｉ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Ｌｉ，Ｌ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３０（２）：２２８－２５８．
Ｌｉ，Ｙａｏｊｕｎ，Ａｎｄｒｅｗ　Ｐｉｃｋｌｅｓ，ａｎｄ　Ｍｉｋｅ　Ｓａｖａｇｅ．２００５．“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１（２）：１０９－１２３．
Ｌｉｎ，Ｎａｎ．２００１．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ｒｉｓ，Ｐｉｐｐａ．１９９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ｒｒｉｓ　Ｐｉｐｐａ．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ｏｒｒｉｓ，Ｐｉｐｐａ．２００２．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ｈｏｅｎｉｘ：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ｔｏｎ，Ｋｅｎｎｅｔｈ．２００１．“Ｔｒｕｓｔ，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２２（２）：２０１－２１４．

Ｍａｎｓｂｒｉｄｇｅ，Ｊａｎｅ．１９９７．“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　Ｊ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Ｚｅｌｉｋｏｗ，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Ｃ．Ｋｉｎｇ．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ｅｒ，Ａｒｔｈｕｒ．１９７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ｕｓｔ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９６４－１９７０．”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６８（３）：９５１－９７２．

Ｍｏｕｗ，Ｔｅｄ．２００３．“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ａＪｏｂ：Ｄｏ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Ｍａ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６８（６）：８６８－８９８．

Ｏｒｒｅｎ，Ｇａｒｙ．１９９７．“Ｆａｌｌ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ｃｅ：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Ｌｏｓｓ　ｏｆ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
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ｎ’ｔ　Ｔｒｕｓ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Ｊｒ．，Ｐｈｉｌｉｐ　Ｄ．Ｚｅｌｉｋ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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